
孔子之“礼”的政治哲学意蕴

中国在“轴心时期”所实现的“哲学突破”甚为温和。孔子对“周礼”的伦理性改造及其政治哲学

的建构是这一时期哲学变革的重大事件。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坚持“吾从周”。礼，作为“表

演”身份和习俗的活动，关乎“立”；作为等级规范的形式，关乎“名”。礼以传统为基础，“是中国文化

的决定性的组织结构，并且规定了社会政治秩序。”[1]孔子“从周”的“复礼”，并非以“周礼”已有的规治

来权衡现实世界，而是以“摄‘礼’归‘仁’”，建构“为国以礼”的“礼治”政治。因而，孔子从周之礼不仅

具有可以归为义、体现仁的个人修为意义，同时还具有构造社会治理结构的社会政治价值。他将周

礼的重心从外在的物质文饰转移到内在的自然性情，使其从“不下庶人”的政治手段转变为人人皆可

从而行之的伦理规范，从而创制了一套“技术细节稀薄”、“动机细节丰实”[2]的伦理性指向的“礼治”。

孔子之礼的政治哲学，一方面通过“礼敬”来“安排伦理名分以组织社会”，另面以“仁爱”来“设为礼乐

揖让以涵养理性”[3]，最终实现“以礼治国”。

孔子之“礼”的政治哲学意蕴

涂良川 李爱龙

内容提要 孔子之“礼”阐释了“为国以礼”的“礼治”。孔子“从周”的“复礼”，不是简单

地回复周制，而是在赋予“周礼”人伦根基的前提下重建政治秩序。这是继“殷礼”损益“夏

礼”、“周礼”损益“殷礼”的又一次重大损益。孔子之礼的政治哲学强调，政治的稳定与权威

不在于外在权力的强制，而在于君子的人格个性与秉性执守。君子秉持、发挥内在性情的

“克已”是政治主体自我培育的人伦实践，并以此生成政治权威、践行政治义务。

关键词 礼 正名 为国以礼

涂良川，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副教授 130024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博士后 130012

李爱龙，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学院 13002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阈中的分配正义及实践路径研究”（13CZX019）；“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2014M5613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与实现中国梦研究”（14ZDA009）阶段性成果。

[1]〔美〕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2]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109页。

-- 12



哲学研究江苏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一、“礼崩乐坏”的“复礼”重任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在孔子心中，周王之“礼”是社会的韵律和

节奏，其通过表演与执行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礼中，群体或者政治组织不外在于人自身，而

是执礼者自己。然而，春秋乱世，“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史记·太史公自序》）“礼崩乐坏”与“人心不古”是孔子对社会韵律的失调与生活节奏的混乱最为真

切的生存体验。因此，孔子怀念“周礼”的和谐、有序，怒斥春秋时代君臣“皆失其本”的社会现实，高

呼“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孔子认为，遗忘周礼“礼义”的“礼仪”僭越之举是对礼的亵渎、对伦常的践踏和对国政的蔑视。

“礼，政之舆也。”（《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夫礼，国之纪也。（《国语·晋语四》）”对季氏的家庙庭舞，孔

子怒，“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三家者以《雍》为彻”，孔子质问“‘相维辟公，天子穆

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论语·八佾》）不合仪法、改变内涵的礼仪，将周礼损益殷礼、殷礼损益商礼

的成果全盘否定，使周礼繁复仪式所内蕴的文质一致性沦落为表现实力、显示地位、追求热闹的娱乐

化表演。“礼”虽源于祭祀，但周公制礼却赋予了其重要的人文内涵[1]。周公制礼，以立宗法的方式贯

彻立伦理的宗旨，创建了政治的一统性。王国维认为，周公礼制实乃由人自然情感而生的家庭宗法

之礼，周公托“天”实则言“人伦”。“传子之精髓，‘立子以贤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盖天下之大利

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而此制实自周公定之，有周一

代礼制，大抵由是出也。”[2]

要追随周公礼制，必须明确“礼仪”的内涵与所指。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

鼓云乎哉？”（《论语·阳货》）遗忘其本而专事其末的“仪文”根本无法表征“礼”的整体性、内在性与自

然性。“礼仪”对“礼义”的疏离，实则是对人内心质朴伦理的疏离。执礼的恭敬与谨慎，并非是无知，

而是对“礼义”的推崇。“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

曰：‘是礼也。’”（《论语·八佾》）因此，孔子盛赞周礼并将“从周”作为自己的毕生志向，并非因为周礼

的繁华，而在于周礼之“义”的真切。孔子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这

是他对周公制礼取向的肯定与褒赞。当子张关注社会和政治体制而问孔子“十世可知也”时，孔子

答，“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

为政》）以此，孔子直接言明周公制礼的核心在于“损益”而非中断。正因为“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教神

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所以，“礼崩乐坏”不单是仪礼的混乱，而是“仪礼”之伦理纲常

及其政治意蕴的缺失。与孔子同时代的其他学派基本上未能真正洞见周公“制礼作乐”的初衷，仅仅

将“礼崩乐坏”当作人与人之间外在的物质隔阂。他们无不“非礼”、“废礼”甚至“毁礼”，提出“毁古之

礼乐”（《庄子·天下》）和“兼爱”的政治主张。这种政治主张斩断文化因革损益的发展脉搏、淡化个人

纯真质朴的家族情感。因此，它们仅只能流行一时，成为政攻与政谋的技巧，而未能真正成为中国传

统政治哲学的“实质性传统”。

孔子不仅将“从周”作为自己的毕生志向，而且更将“复礼”作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以“复礼”

为己任，但他并非简单回复周礼的具体规定。周礼是孔子心中的理想，但却不是规定行礼、持礼的教

条。礼是社会政治群体的一种社会记忆，其关键在于礼中所彰显的先人之活动及其意义。礼在使人

[1]钱穆认为，周公是使“礼”蜕脱原始宗教完成其政治伦理转变的关键人物。“此前诸圣（尧舜禹汤文武）因其时中

国历史动力，尚当归属于氏族性、集团性、地区性，为一种自然演进的代表。”“若论人物个性在中国历史上的明显表现，

而具有真实重大之影响者，应自周公始。”“周公在中国史之重要活动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主要贡献，则厥为其制礼

作乐之一端。”——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从》，〔台北〕兰台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107页。

[2]王国维：《观堂集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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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政治化的同时也完成了个体的文化化与历史化。因此，孔子的“复礼”是通过礼这种文化性的

“表演”来灌彻政治价值、整合政治群体的重要社会实践。所以，孔子之“复礼”不是单纯地照搬已经

沦为“虚文”的周礼，而是将人的生命内涵真正注入周礼之中，实现对周礼的因革损益，使周礼质朴的

自然伦常真正成为政治秩序的根基。

孔子“以仁释礼”损益“周礼”，使其从“不下庶人”的政治性文饰，转变为人人皆可从而行之的伦

理规范，进而完全实现“礼乐所以饰仁”。（《礼记·儒行》）“孔子重礼的更深刻意义是，对礼的反省性本

身表明了社会等级关系趋于变动（历史速度加快）和士人伦理意识的觉醒，遂对各方面增加的个人自

由度导致的行为选择可能性加以观察和批评”[1]。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

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这是“道德的自觉向上的精神”。（徐复观语）孔子以诘

问的方式强调礼与仁不可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要想真正做到

“礼仁”，每个人必须切实地下一番诚心正义的心性修养工夫，在内心培植仁爱的自然性情，由此达至

“情深而文明”。只有内心怀有充沛的仁者情怀，才能在外在文饰层面真正做到“克己复礼”，所谓“和

顺积中而英华发外”。（《礼记·乐记》）徐复观指出，“由孔子所开辟的内在人格世界，是从血肉、欲望中

沉浸下去，发现生命的根源，本是无限深、无限广的一片道德理性，这在孔子，即是仁。由此而将客观

世界乃至在客观世界中的各种成就，涵融于此一‘仁’的内在世界中，而赋予以意味、价值。”[2]

论及“仁”，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爱人”的外在表现为“忠”、“恕”和“惠”。所谓

“忠”，就是“尽己”；所谓“恕”，就是“推己”；所谓“惠”，就是“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这是关于“爱人”的一整套外在的行为规范。“爱人”的核心要义是“孝弟”，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仁之

本与。”（《论语·学而》）“孝弟”直指人的内心最为自然质朴的伦理情感，是一切外在文饰的终极支撑

与情感基础。与“孝弟”相联结的“爱人”是儒家的“差等之爱”，而非墨家的“兼爱”。“仁”的内在情怀

可以概括为“仁爱”。“仁爱”即人内在的自然质朴的伦理情感经由文明的陶冶而升华为德性。有德性

的人便是君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显而易见，在“礼崩

乐坏”的社会中，“文质彬彬”君子人格难以实现。在这种为难的处境之中，孔子倾向于“质胜文”的

“野”。对此，孔子曾经明确表态，“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

进”。（《论语·先进》）由此可见，“仁爱”本身是以“质”来达至自身的，而“文”则是充沛的“质”的一种外

在显现。不包含“质”的“文”是“虚文”；不包含“文”的“质”亦不减损“质”的自然情志。

孔子将“仁爱”注入“礼”中，礼从外在的文饰升华为人人都应服从的行为规范，即“礼敬”。“礼”从

外在的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仁爱”情志的自然生发。有子描述了这一自然生发的内在机制，“其

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

学而》）子路也认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因此，内在的“仁爱”与外在的“礼敬”相互蕴

藉。对此，朱熹强调，“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义礼智之性具于其心。仁虽专主于爱，而实为心体之

全德。礼则专主于敬，而心之所以为规矩者也”。（《论语或问·颜渊》）“仁爱”“礼敬”的相互蕴藉最典

型地表现在“慎终追远”的祭礼中，“要求实践者视祭祀对象为‘似真的’实存，以形成‘确真的’礼敬效

果”[3]。正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

二、“正名”的思想重建

孔子的“复礼”即“兴礼乐”，“正名”是其首要的政治任务。孔子以德性回复的理路来“正名”，完

成了对政治德性基础的清理与价值尺度的建构。孔子之名，“非语言、逻辑，乃实用政治。”“‘名’是社

[1]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2页。

[3]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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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秩序、规范、礼制的具体法则，谨守不失，即可‘无为’而治。”[1]孔子“正名”的核心不在于概念的逻辑

清理，而在于校正实践中“实”“名”分裂的“礼崩乐坏”。“正名”是关乎社会中所有个体的事情，一方

面，“正名”要求社会个体各正其位、修己安德，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观念；另方面，“正名”要求各正

其位、各司其职，是要求社会主体充分参与的实用政治。

与子路的对话中，孔子提出“正名”的重要思想。“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

‘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于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

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

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历

代集注都强调这一思想的重要政治意义。“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朱子

《四书集注》）“此虽为卫国而发，实为天下国家之要也。”（张栻《癸巳论语解》）

孔子从名、言、事说到礼乐、刑罚、民行的言说理路，实则是从“为政”出发对“正名”进行了内涵与

外延上的限定。孔子之政，不是“做官从政”的“政府管理”，而是以君子之德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影

响。有人问，“子奚不为政？”孔子答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其为为

政？”（《论语·为政》）孔子之“政”，是一种具有审美情致的和谐秩序，“是君主和臣民共同参与的自然

和谐的表达，该和谐是由个人在礼仪行为中体现的意义和价值决定的。”[2]因此，当超越性的先验观念

缺失的时侯，如何达至政通人和的和谐就是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孔子认为，如果能使社会关系中

的个体之存在和行为合乎其各自分位之规定，就能够达致“为政”的和谐。

“正名”是一种关于政治秩序和社会责任的观念，它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着一种行为道德的约

束。“正名”作为“为政”的首要任务，既要使名分恰如其分，又必须使个体身正以担当名分之责。“正

名”首先要求处于社会关系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寻求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定位，各行其所是，履

行社会角色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切不可乱了名分，僭越行事。“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然而，真正的“名”只有在社会和政治环境中才能获得，因此“正

名”必然伴随着“修身”。“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对于为政者，孔子特

别强调，“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论语·子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

路》）只要为政者做到了“名”“实”相符，切实履行了社会责任，那么“庶人”的言行自然会合乎礼义。

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为政者“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子路》）“为政以

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孔子“正名”虽然“实以德性内涵和德性名目的正本清源为其前提和基础”，但却不止于“一种方

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3]，更具有思想重建的意义。劳思光参照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路认为，孔子“正

名”体现了“不侵权”一义 [4]。“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人生活于社会群

体之中，政治社会生活的规范、辨别、区分等结构秩序，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之名，不再是简单地对社会生活的描述，而是义务和行为的规范、社会活动的旨归、礼制的现实

[1]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49页。

[2]〔美〕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3]李景林在《正德性与兴礼乐——孔子正名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方法学意义》一文中指出，“正名在孔子的思想系

统中，具有一种方法学意义上的普遍性。‘礼以义起’，德性内涵的厘清和价值尺度的重建对于礼乐系统的奠基作用，赋

予了‘正名’之‘兴礼乐’的人伦价值系统建构以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意义。”——李景林：《正德性与兴礼乐——孔子正名

思想的理论内涵及其方法学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4]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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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1]。由此，孔子“正名”的最终指向“仁爱”和“礼敬”的相互蕴藉，也就是自然质朴的伦理情感生发

成为礼乐的核心蕴藉。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最终归宿便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

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而且，“知其所止”如

同“缗蛮黄鸟，止于丘隅”那样自然而然，不带矫饰。这样看来，礼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秩序与行

为规范，更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意识，而后者作为一种自然质朴的伦理情感则是前者的内在支

撑。“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史记·太史公自序》）

因此，只有植根于“质”的“正名”才是真正“合礼”的，正所谓“本立而道生”。孔子“正名”的伦理

动机得以彰显。“正名”是内在真情实感的自然生发之外在显现，“合礼”则是其外观。这就是“礼以义

起”。所谓“义”，就是平和、中正和应当。所谓“起”，一方面指萌发，一方面指显现。“礼也者，义之实

也。协诸义而协，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礼记·礼运》）概而言之，“中正无邪，礼之质也。”

（《礼记·乐记》）因而，“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即，以中正为本质的礼，是无可辩驳的公正之理。

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伦规范，其归根到底都是发乎“仁爱”并止乎“礼敬”。

这就是“义”的应有之义。作为政治秩序和行为规范的“正名”只有追溯到人的自然性情才能真正得

到实现和维护。

三、“为国以礼”的道德政治

“为国以礼”是孔子“礼治”的核心，表明孔子对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不是从“利”、“天命”等外在

规定入手，而是从人与人的关系角度、从根基上破解政治的根本问题。“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

利后嗣者也。”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纲，为政者必须小心谨慎地守持，“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

礼”。孔子之礼的政治哲学，注重政治主体的自我培育与政治权力的内在生成。孔子的“礼治”始终

贯彻着自我命令的政治意识。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论语·为政》）《礼记》解释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

则民有遁心。”（《礼记·缁衣篇》）礼与刑有着不同的政治效应。“格”是自内而外的向往、亲近与归服，

是遵从。“遁”是自外而内的逃避、疏离与服从，是顺从。个人的正直与社会的整合在礼治框架内须臾

不可分离。“礼治”的政治是真正触及个体内心的政治。

“礼治”不仅涉及到外在的“礼敬”之行，更关切到内在的“仁爱”之性。它要求人们的任何行动包

括政治行动，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要发乎“仁爱”并止乎“礼敬”。而且，“礼治”

的核心在于以“孝弟”之情事君事父，君父的绝对权威便是“礼治”所要强调的核心范畴。而其绝对权

威根本上来自于其德性，“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礼治”首先是一种德治，它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树

立一种道德意识，为政者更要发挥道德垂范作用。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孔

子还提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就是为政者的自我修为，以来垂范百姓，

“修己以安百姓”。在具体的治国措施方面，孔子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礼治”的稳定与权威不在于外在权力的强制，而在于君子的人格个性与秉性执守。“君子和而不

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从呈现制度的仪礼上讲，如若无个性的君子，礼仪就是被模仿的

教条；从表征制度的特质上讲，君子的个性与和谐则是凝聚力与执行力。“和”即“以他平他”，以保持

个体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且不屈从于政治权力为前提。晏子曰“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

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同则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

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火，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

传·昭公二十》）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礼，既强调遵从人伦之位，又强调要尽“君臣、父子”之

[1]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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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唯有如此方有礼。即以“和”置差异，然后达于“治”即“仁治”。因为，执礼者的个性，实则是执礼

人的品性。“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礼”注重政治教化，也不排斥律制规治，强调从人心真实处着眼政治秩序。“孔子之政治思想，以

建秩序，定权分为基本观念，而重德性教化，反对使用强力，反对经济掠夺、反对残暴统治”[1]。对于君

臣关系，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也就是说，臣不应该欺瞒君，这本身有违“孝弟”

本意。“合礼”的做法是直言进谏，以此来触犯和批评为政者。为政者对这些谏言，应该虚心接受，检

审自我。正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礼治”也表现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百

姓应该本着“孝弟”之心忠君爱国，同时要监督为政者。百姓的监督形式就是民间口耳相传的“诗”。

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论语·阳货》）百姓们自发吟

咏的“诗”有着不同的政治功能，可以歌功颂德，可以针砭时弊。它完全是民心民声的恳切表达。为

政者通过设置乐府等职能部门来体察民情。因此，诗在传统艺术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

“仁爱”和“礼敬”的民间表达，“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毛诗序》）

“礼治”的最高追求就是和平中正的自然质朴之气象，这是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这种气象象征

着“仁爱”的充满而外发，是每个人各得其所之后产生的愉悦之感。这一气象被曾点描述出来，孔子

“喟然叹之”。“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

进》）这样的自然气象正是孔子的政治理想。朱熹对之所做的解释是，“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朱熹《四书集注》）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孔子的以生命伦理为

指向的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崇尚人本主义，使整个社会饱有丰富的人情味。“厩焚。子退朝，曰：

‘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在这里，与外在物质财富相比，人的生命价值是无限的。这就意

味着，孔子的生命伦理指向的政治哲学“不着眼于扩大和丰富社会成员的诸多个别利益，而着眼于维

护历史传承的社会秩序本身和在此社会秩序中道德理念的实现。”[2]因此，孔子“为国以礼”的“礼治”

超越了历史局限性与人心的现实性，这一特点使其能够不以外在的物质条件为转移，超出百家学说

而成为中国文化的“实质性传统”。梁漱溟就此指出，“这些礼文，或则引发崇高之情，或则绵永笃旧

之情，使人尽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劳韧而有味”[3]。

在“礼治”中，行礼者通过践行礼，一方面获得稳定社会关系而成为合格的参与者，真实表现社会

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另方面则使个性化的修身成果具体化，从独特的角度改造社会政治关系，实现

遵循传统、复活传统和创造传统的统一。由此形成的政治社会层级，自然地关注了个人的价值与兴

趣，扩展了个体的政治文化意义。所以，孔子“礼治”中的个性主体，绝非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为前

提的自主性与独立性，虽然个性的主体在礼治政治中也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这就形成了孔子政治

哲学对个体独特性的关注与阐发。因此，孔子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在于“仁爱”和“礼敬”，它不是单纯

地对周礼的回复，而是将个体独特自然生命与社会实践的内涵注入其中，具有生命伦理性的价值指

向。这种价值指向将周礼请下神坛，使之成为人人皆可从而行之的行为规范。这是一种士人的价值

觉醒的表现。这种觉醒因其所实现的温和的哲学突破，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实质性传统”，而且

对处于迷惘中的现代理性也有着陶冶的作用。

〔责任编辑：曾逸文〕

[1]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2]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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